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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分析的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优化研究

李 胜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　要：［目的］从制度是博弈的规则角度分析影响跨行政区流 域 水 污 染 治 理 绩 效 的 症 结，旨 在 为 提 高 流

域水环境质量提供规则建议。［方法］通过对《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法律条款和水资

源管理体制进行分析，以及对中国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缺乏 协 调 机 制

的流域管理体制及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污水排放量急剧增长和解决日渐频繁的跨区域性流域水污染事件

的需要，而环境法制执行力的缺失进一步使嵌 入 经 济 和 政 治 双 重 竞 争 博 弈 的 地 方 政 府 容 易 采 取 保 护 污 染

企业和转嫁污染等恶性竞争手段，使流域陷入公地悲剧的非理性 均 衡。［结 论］提 高 跨 行 政 区 流 域 水 污 染

治理绩效需要进一步完善博弈规则设计，提高 制 度 执 行 力 以 承 诺 行 动 的 方 式 提 高 中 央 政 策 的 可 信 性 和 有

效性，建立“河长制”，创新流域产权及完善异地开发补偿制度。

关键词：制度；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８８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４６－０５　 中图分类号：Ｘ５２，Ｆ１２４．５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　Ｓｈ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ｒｕｘ　ｏｆ　ｔｒａｎｓ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Ｌａｗ”，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ｃａｒ－
ｒ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ｌ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ｅｒ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ｈａｒ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流域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环

境问题。受流域自然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影响，某一行

政区的污染通常可以通过水体向另一个或多个行政

区转移。水污染的跨区域性要求我们从全流域的角

度对污染进行整体性治理，但根据《环境保护法》、《水
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管

理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水环境管理体制，形成了条块

分割、以块为主、缺乏协调、多头管理的碎片化式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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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管理体制。历史经验和现实表明，在污水排放量不

大的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这种制度安排尚能

使各地因地制宜的安排水资源的利用和污染治理，但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污水排放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

在面对日渐频繁的跨区域性流域水污染事件时，因为

地方政府往往只注重本地区水资源的使用需求，而忽

视对下游或邻近地区的影响，从而难以适应对全流域

进行综合防治的要求。本研究从制度是博弈规则的

角度分析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绩效，并对我国

一些区域在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实践中创造的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制度创新进行理论总结，旨在

为建立一个更加适应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特征的治

理制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１　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及跨行政区流

域水污染的产生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面对一定环境条件和

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如何进行决策及决

策的均衡的理论和方法。“囚徒困境”博弈是解释“流
域公地悲剧”的有效模型，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

性间的矛盾。
诺斯［１］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影响利益

主体在经济 活 动 中 权 利 和 义 务 的 集 合，是 人 类 设 计

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定义和限制了

个人的决策集合，但参与人并不是僵化的适应博弈规

则，一方面博弈规则限定了参与人的决策集合；另一

方面参与人之间的博弈均衡也进一步强化或瓦解现

有的博弈规则。青木昌彦［２］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参与

人关于博弈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如果基于参与人个

人信念所采取的决策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并且这种

结果大量出现，就会产生普遍的认知危机，参与人就

会寻找新的博弈策略，并产生新的信念，直到新的均

衡路径产生。这个过程就是旧信念瓦解和新信念建

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建立在共

同认知基础上的博弈均衡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客观性

和内生性：制度既是对参与人的外在约束，也是参与

人的策略互动形成的均衡结果。
遵循诺斯和青木昌彦对制度的理解逻辑，制度在

表现形式上可能是明确的、条文化的形式，如法律、协
议，也可能是非明确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和习俗，甚至

是潜规则。更进一步的说，成文的法律和规则也未必

能够成为真正的制度。比如，法律规定企业不得违法

排污，但如果企业都违法排污，而且政府也知道企业

违法排污，但并不对此进行惩罚或惩罚的损失小于排

污的收益，那么禁止违法排污制度就可能因不能得到

执行而不能成为制度，违法排污反而成为制度了。这

时禁止违法排污只是条文规则，而违法排污成为事实

规则。对此，胡鞍钢［３］曾言道：“中国有大量的环境立

法……，但在正式立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事实规

则’，它们不同于正式规则，但有时候却比正式规则更

有效”。因此，对 于 没 有 成 文 的 实 践，只 要 参 与 人 认

可，就可视为制度，而当参与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

而使共有信念发生改变时，制度也就不再作为制度而

存在。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和能够得到严格有

效执行的环境保护规则是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

深层次原因，也是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最大制

度困境。

２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损失

的制度分析

　　中国政府自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以来，
无论是在污染治理投入还是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重

大进展，在一些区域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质恶化的

趋势，但据水利部《２０１１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在

被评价的１．８９×１０５　ｋｍ的河流中，水质符合和优于

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河流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６４．２％，
水污染 严 重 的Ⅴ类 和 劣Ⅴ类 占２２．９％；在 全 国１０３
个主要湖泊 中，中 营 养 湖 泊 有３２个，富 营 养 湖 泊 有

７１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河流水质“局部改善、总体

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区域管理为主

的流域管理制度在面对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和按主体

功能区管理方面存在的严重的绩效损失［４］。既然制

度是博弈的规则，而参与人的博弈均衡又影响制度的

演化和变迁，因此厘清制度影响治理绩效的原因则是

改进制度和优化绩效的基础。

２．１　以块为主、多头管理的流域管理体制难以适应

流域水污染跨区域综合治理的需要

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

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

称，其实质是制度及其实施问题［５］。《水法》第１２条

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

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

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院水行政主

管部门在国家确立的主要江河、湖泊设立流域管理机

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

责。”《水污染防治法》第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

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同时第８条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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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督管理。”由此可知，我国对水环境实行的是流域

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但以区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

制。从目前来看，这种只要求地方政府对本地水环境

质量负责的管理体制已成为跨行政区污染愈演愈烈

的重要原因［６］。
流域管理体制的缺陷不仅体现在区域冲突上，而

且还体现在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根据《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条规定，除环境主管部门外，交通、水利、国
土、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

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均有对

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的权力。多头管理和

职能交叉导致的部门职责不清成为水污染治理的又

一障碍，而这又尤以环保部门与水利部门的矛盾最为

严重。虽然《水污染防治法》第１０条规定：“防治水污

染应当按流域或者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实际上流

域管理缺乏配套的机构设置和有效的管理措施，各流

域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局限于水利开发、工程建设和防

灾减灾，没有对水量和水质的管理权力；而各级环保

部门则隶属于各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的管理上受地

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双重制约［７］，其执法的有效性和

公正性受到极大的限制，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特

征导致区域之间协同治理难度的增加和整个流域水

资源环境的恶化。

２．２　以区域协商为主的原则性规定难以有效处理跨

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纠纷

流域的界限是自然形成的，但流域管理权力被各

个行政区和部门所分割，如长江干流流经１１个省级

行政区，黄河干流流经９个省级行政区。与此同时，
一个省级行政区也可能涉及几个流域范围，如河南省

涉及黄河、淮河等多个流域。流域和行政区之间的这

种彼此交叉性，使得一旦发生了水污染事件，则必然

涉及到行政区之间协调治理问题。
为了更好地管理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务，《环

境保护法》第１５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

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商解决，作出决定”；《水法》第

５６条规定：“跨行政区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处理，协

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水污染防治法》
第２８条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

协调解决”。根据以上条文可知，国家寄希望于通过

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或上级政府的协调解决跨行政

区流域水污染纠纷问题。但从实践效果看，对于多数

水污染纠纷，政府很可能无暇顾及，或者即使政府参

与协调，其结果也并不总是有效，且协商解决的随机

性强，缺乏法律效力和稳定性，没有具体的处理跨行

政区公共事务的法律法规对各方的权限和职责进行

明确的规定［８］，以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无法可依。

２．３　以ＧＤＰ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难以适应主体

功能区划对流域水资源管理的要求

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引导着政府官员的施政行

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下，对政府官员

的绩效考核过于偏重经济政绩，导致下级政府想方设

法向上级政府要“要项目、要资金、要政策”，以实现其

在区域经济和政治双重竞争博弈中获胜的目的，导致

产业结构趋同、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社会

经济问题，在一些地方排污企业甚至与环保部门和地

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虑到这种恶性竞争的不

良后果，中央政府在２００４年提出实现发展观念由“又
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和“以人为本”转变，试图建立

更为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遗憾的是这些被冠

以绿色ＧＤＰ的考核指标，由于种种原因仅停留在理

论层 面 的 讨 论 上，而 没 有 付 诸 实 施。之 后 虽 然 在

２０１０年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明确了优化开

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４类主

体功能区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同
时在 一 些 地 区（如 青 海 省 三 江 源 地 区）不 再 考 核

ＧＤＰ，而代之以对其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进行考核，
但少数地区的改变并没有带动大环境的改善，多数地

区对ＧＤＰ的追求依然强劲。

２．４　环境法制执行力的不足使环境法制的有效性受

到损害

环境执法有效性不足是当今中国环境法治存在

的突出问题，环境法制的实际效能尚未达到人们的预

期要求，保护 和 改 善 环 境 的 立 法 目 的 没 有 实 现［９－１０］。
据环保部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无法保证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在

开发资源的同时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１１］。立法上的

缺陷严重影响了环境法制的有效性。以排污费的使

用为例，据环保部环境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排污费收

入总 额 从２００３年 的７３．１亿 元 增 长 到２０１１年 的

２１２．４９亿元。以 中 国２　８６２个 县 级 行 政 区 计 算，则

２０１１年平均每县（区）征收的排污费达７４２．４５万元。
按专款专用的原则，排污费应该用于污染防治，但排

污费被挪用乱支的相关报道并不鲜见［１２］。
除排污费未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外，在环境执法

的手段上，以罚代管的现象也很严重。据原环保总局

环境监察局 调 查［１３］，在 环 境 执 法 的 罚 款、限 期 治 理、
警告、停产停业、吊销证书和行政处分的６种行政处

罚手段中，罚款 使 用 的 频 率 最 高，占 到６０％，以 罚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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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现象的突出使处罚的收益被部门化，严重影响到环

境法制的绩效。事实上，污染者破坏流域水环境的违

法成本由其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

任三方面构成，但相关部门对环境违法的责任追究主

要是实施行政处罚，而不重视其对环境损害的民事责

任和刑事责任。尽管２００６年新修订的《刑法》专门增

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立法上加强了对环境犯

罪行为 的 刑 事 责 任 追 究；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环 保 总

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联合发布了《关于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环境刑事犯罪的责任追究，但实

际上环境犯罪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违法成本

低，守法成本高”的现实使得一些企业宁被罚款也不

愿治污，使环境执法的效率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受体制障碍、区域协商制度、政府绩效

考核制度和环境执法效率的影响，跨行政区流域水污

染治理存在明显的绩效损失，而区域利益冲突和信息

不对称又进一步使污染而非治理成为符合各行政区

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各行政区之间难以形成对污

染的合作治理，使水环境无法得到整体的、根本性的

改善，非理性的博弈均衡成为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

理困境的制度性原因。

３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制度的优化

从博弈论的角度理解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

的制度安排，意味着既有的博弈规则和博弈均衡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对规则困境的认识，人们将

会改变不适应现实的规则安排而设计新的规则，以适

应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需要，这种规则的改变

将有利于参与人形成合理的预期，达成在跨行政区流

域水污染治理中的合作。

３．１　采取承诺行动，增强中央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承诺行动意味着中央政府须从流域整体需要出

发，对地方只 顾 本 区 利 益 的 行 为 采 取 可 信 的 惩 治 措

施，通过提高政策威慑力使地方政府加强流域水污染

治理。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相结合的区域限批政策是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的一项

有效措施。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环保部（原环保总局）
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４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
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区域实行区域限批，停止这些地

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

审批，使这些地方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震动。为走出限

批围城，淮河流域的周口市在获悉限批后立即召开市

委常委扩大会议，“成立了９个工作组和６个检查组，
以１５个被查的污染企业为突破口，每家进驻２名驻

厂监管员，监管员、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三方签订责

任书，企业环保不达标，追究三方责任，同时对３７２家

‘挂牌保 护’企 业 实 施 了 摘 牌”［１４］。周 口 市 经 过 努 力

终于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１日拿到的环保部的解禁文件。
环保部区域限批政策的成功不在于其对违规企

业的制裁，而在于触动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如果地

方政府不愿放弃污染企业的税收，那么在其区域内就

将有更多的项目无法启动，而遭受更大的损失。限批

之后各地对当地“土政策”的清理，成为其变相违反环

境法律法规的佐证。区域限批政策使环保部不必再

面对着一个个污染企业，提高了环保部在博弈中的地

位和能力，使（限批，治理）成为环保部和地方政府在

污染治理博弈中的均衡。

３．２　落实“河长制”，提高行政问责力度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是指由各级党政

主要负责 人 担 任“河 长”，负 责 辖 区 内 河 流 的 污 染 治

理，并对其进行行政问责的水污染治理制度［１５］。“河

长制”的起源背景是２００７年太湖流域的蓝藻爆发事

件及太湖流域的水质持续恶化问题。２００８年江苏省

政府决定在太湖流域借鉴和推广河长制，该省１５条

主要入湖河流全面实行“双河长制”，每条河由省、市

两级领导共同担任“河长”，协调解决太湖和河道治理

的重任。“河长制”的实施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履行

环境监管职责的积极性，提高了环境法治执行力，使

河流断面水质明显改善。以无锡为例，无锡行政区划

的７９个考核断面达标率从“河长制”实施之初的５３．
２％上升至２００８年３月的７１．１％，实现了“河长上岗，
水质变样”的转变。

３．３　创新流域产权制度，化解污染的外部性

在经济学家看来，大多数环境问题都与产权的不

存在或不安全有关［１６］。产权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在于提供了一套行为规则的

框架，界定了参与者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收
益边界。根据《水法》第三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因此，流域在所有权性质上是国有产权。从这一

点来说，流域产权是明确的，但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

体，层层委托形成的不同部门和区域的管理权力使流

域水资源的产权实际上并不明晰。如前所说，制度是

人类行为的规则，它给人类社会的行为带来秩序和可

预测性。如果稀缺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人们就会倾

向于竞争性的使用它，以增进私人利益，这样资源就

可能被破坏性的使用。鉴于此，克服跨行政区流域水

污染的外部性，可以通过水权购买和排污权交易等方

式通过建立明晰的、排他性的流域产权，使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都能关心自己的环境权益，实现流域沿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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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区水质 的 达 标 排 放［１７］，智 利、墨 西 哥、美 国 西

部部分州和澳大利亚达令—墨累河流域都已将可交

易水权理论用于实践，浙江省的“义乌东阳水权交易”
即是可交易水权在中国的实践。

流 域 产 权 创 新 的 另 一 个 途 径 流 域 产 权 单 元 化。
流域污染的自然地域性和区域管理解决措施的行政

地域性人为阻碍了流域产权明晰化的实现，将流域而

不是区域视为一个单元，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产权分割

而导致的权责不清。从现实意义上，实行流域产权单

元化就是要明确中央政府对跨区域流域的治理职责，
而不是实行区域管理。国家应当按照单元环境设立

专门从事流域环境保护的机构，并赋予流域管理机构

能履行其职能的权力。

３．４　完善异地开发补偿制度，减少区域间的利益冲突

异地开发补偿是指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通过自

主协商及横向的资源转移，通过改变自然地理意义上

的生产区位，实现激励相容基础上的流域产业布局优

化，充分利用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减小单

向负外部性，实 现 流 域 整 体 福 利 的 改 善［１８］。以 浙 江

省金华市金华江流域的异地开发补偿为例，为解决金

华江上游磐安县（金华市所辖）在发展经济时的污染

问题，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华市工业园内建一块属于

磐安县的“飞地”———金磐扶贫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

区所得税收全部返还磐安，作为下游地区对上游水源

区保护和发展机会损失的补偿。同时要求磐安县拒

绝审批污染企业，并把治污不达标的企业关闭以保护

上游水源区环境，使上游水质保持在Ⅲ类水以上。金

华市和磐安县通过异地开发补偿有效地解决了金华

江流域生态补偿的矛盾，实现了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目

的。异地开发补偿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各行政区间

的自主协商和横向转移政策有效地激励了上游地区

对水污染进行监督和治理的动力，实现了上下游的激

励相容和治污合作，从而改变了流域地方政府在博弈

中的行为决策。

４　结 论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理性的博弈参与人不会让流

域水环境任其恶化，因为有一些参与人能较早地认识

到环境的持续恶化终将影响其福利的增进，从而在博

弈中改变其行为决策的模式，这些改变将带来制度上

的创新（尽管在某些时候它可能是缓慢的），从而建立

一种新的博弈规则。这或许将为后期的政府绩效改

革带来一股新风，如果其他各项制度也能得到完善，
执行力得到增强，新的博弈均衡就能形成，流域就有

可能走出公地悲剧的困境，尽管它可能是在各方的博

弈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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